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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cy failure means the persistence of inefficient Policie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policies that reduces social welfare, and consequently causes underdevelopment and declining of a country. Policy failure often takes place all over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those countries with centralized state pow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sons of policy failure. The main reasons identified are following: ⑴ the leakage and distortion of information; ⑵ the limitation of knowledge of social sciences; ⑶ the impacts of uncertainty and externality; ⑷ the rigidity of ideology; ⑸ the influence of dominant interests groups. Through the analysis, it tries to contribute to the research on policy failure, which now is an ascendant topic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引    言

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有多个变量可能影响行为者的预期收益函数，如人文条件、技术状况、相对价格和市场规模、政策安排的结构，等等。这些变量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改变了行为者受益的条件、范围和可能性，如价值的整合和进步，资本收益的获得，风险分担，规模经济的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以及不完全市场和外部性的扭转等。因此之故，就会刺激行为者产生对新的政策服务的需求，从而可能引致政策安排的适应性变化。

然而，问题在于需求的变动趋势虽为必要条件，但不是了解政策变化的路径和结果的充分条件。一方面，有时潜在的社会经济利益产生了，但政策的适应性变化却相对滞后，使得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政策得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如晚近的制度经济学文献所关注的“制度悖论”揭示的那样，有的政策安排的创新，尽管社会净收益为负值，却仍被采用了。这些情况可称之为政策失败。在世界各国，政策失败都非鲜见的现象，尤其是在集权制或以计划体制为主的国家中，政策失败具有更高的发生概率。检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谱系，亦可发现，政策失败始终是各个时期的政府和它的人民共同对付的一个难题。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从政策失败及其矫正的角度对人类历史做出再思和再识。

政策失败对于一国而言，总是意味着或大或小的损失甚或灾难。它构成了影响国家衰荣兴废的核心因素。因而，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它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特别是，对于它的起因，已有不少的论述，此如林毅夫就曾做出了原创性的重要解释<1>。但有关于此解释似失之简约，有必要进行更为全面和细致的探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启示下，为进一步剖析政策失败的原因而做出了个人努力<2>。文中从五个方面对政策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论述。
一、信息的漏损和失真

 政府的决策是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信息的综合和反应，但在现代社会庞大而复杂的组织体系中，信息的汇集、辩认和处理会遇到一些基本的困难。一则，一个组织在一定时期内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进入的信息量和复杂程度超过一定限度时，该组织要么歪曲信息，要么在信息流程中出现严重的时间滞差；再则，流经各个等级结构的信息，往往因其中地位较高者的意属和敏感以及地位低下者的屈从而被扭曲。

因此，任何政治体系，只要中央政府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从事非常广泛的活动，都会遇到这种信息困难。当然，在以分散决策为基础的政治结构与交流渠道通畅和意识形态淡化的开放性社会体系中，信息上的困难要相对小得多。这主要是因为上层决策人物可以利用其他信息来源对下属造成的失真加以复原，特别是新闻传播的自由，对决策者了解真实情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政治凸显和舆论一律的集权决策国家里，这种信息困难特别突出，原因在于集权决策的信息系统包含有许多自下而上的环节，特别是它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行政机构来获得和解释信息，但是政府行政机构的各级官员是向上级负责的，并要靠上级的赏识方能得到晋升，因而，信息的传递与权力的流通和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官员们坚持真理的勇气和主动的创造精神已被官僚政治文化的病毒所窒息，他们常常对自己上级的需要和希望十分敏感，通常会表现出一种难免的倾向，总是选择性地把那些中听的或对他们的仁途有利的信息禀报上级。正如R·芬德莱所说，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下面的压力”的形式<3>。当然，如果他们故意歪曲信息或过于浮夸，一旦被发现的话，后果可能是严重是；但是，报告令人不愉快的事实真相可能更加危险。有谁敢于做谔谔之士，暗示领导人对某个形势的估计或在政策制定上犯了很大的错误，那么他就可能会因“直言犯上”而丢官弃职，而那些传播鼓舞人心的消息的人则会官运亨通。我国“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成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悲惨遭遇，以及稍后的“三看三不讲”（看风向，上边风向不明不讲；看眼色，领导眼色不对不讲；看意图，领导意图不明不讲），都说明了这种情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原始契机就在这里。时下流行的民谣“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其原因也在这里。而这种情势的累积递加效应，有可能使得有关信息到了高层决策者那里已远离了真实情况，甚至变得面目皆非。这方面特别典型的事例便是我国的“大跃进”，亩产小麦7000斤，小稻“三万六”，一棵白菜500斤，这些荒诞离奇，令人不可思议的数字，竟成了“大跃进”历史写照<4>。当年正是这些“伟大的空话”的材料（借用邓拓“燕山夜话”中的标题），构筑起了信仰的神殿。政策的投入也跟着越来越偏离了真实的世界而误入歧途，人们的福利甚至生命随之成了政策人败的牺牲品。“大跃进”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达2300万之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是新中国惨痛的一幕。而造成这种惨象的主要原因并非通常所说的气候因素，政策失败才是其实质性原因。按照林毅夫的说法，是由于政策安排导致了原来的合约关系变成了一次性博弈，个人“自我实施”的协约无法维持的缘故<5>。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已体察到这一事实，在1962年7千人大会上，他明确指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责任在中央。”（但这种认识与正执着倡导“三面红旗”的毛泽东发生了明显分歧）

  总之，信息的漏损和失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更为有效的政策方案的探索。特别是集权决策和计划为主的国家，政府决策对信息的高度依赖性与在获得信息上的严重的体制性障碍之间的矛盾，使得政策失败的可能性成倍地增加了，甚至可以说政策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集权和计划体制纷纷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构思政策的知识工具的缺陷

任何的政策设计都要受到与此相关的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的制约。如果社会科学知识贫乏，政府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政策安排，或者说，不可能认识到最有效的政策方案。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在此之后的很大时期内，由于信息窨的狭窄和理论储备的单调，特别是对西方流行的市场理论缺乏深刻了解，以至陷入了僵化的政策模式中，所奉行的政策成了经济发展的桎梏。

在中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理论沦落成了政策的附庸和诠释，理论园地一直有些凋零，甚至存在着不少误区和盲点，特别是改革以前的年代里，政治的高墙阻断了理论的灯影，舆论一律扼杀了自由讨论的权利，在各种限制和禁忌下，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几乎被彻底消解。那时的经济学实际上只是“一本正经”（即只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则主要是诠释经典作家的论述，甚至基于对经典作家论述的不同理解而引发无休止也无结果的“理解性商榷”，经济理论貌似紧贴现实，实际上却与经济现实相距甚遥。经济理论的探索和发展举步维艰。而理论的贫困必须会导致曲解现实并造成政策设计误差和政策总体效应的低下。

比如，我国当初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就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理论上的讨论，而仅仅是由于国外经济结构的示范效应和出于赶超紧迫感作出的选择。政府对产业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产业关联中瓶颈制约的摩擦效应，以及这种战略模式所隐含的对收入分配和社会价值的影响，都缺乏必要的认识。结果是政府决策时只注重目标选择和方向性大思路，而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导致了政策目标的偏好过度以及目标变量之间的不对称和冲突，并引起政策手段变量使用的结构性矛盾，一部分手段变量被闲置，而另一部分则被强化使用。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因此而一直陷于周期性偏斜循环的误圈中。政府的决策看来似乎确实是跟着感觉走，政策的修补也便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几十年来我们看到的工业化政策是打满补丁政策。再如集体化道路的选择，所依据的理论的缺陷则更为明显。艾尔曼（Ellman， M.）在一篇很有洞察力的文章中，提醒我们：马克思本人，还有考茨基，列宁，把农业经营规模上经济的一面，估计过高，而忽略了其不经济的一面，“劳动力的大规模组织是有效率的，可也需要有效的计划、有效的管理与有效的会计工作才行”。艾尔曼还指出，“就经营规模的经济或不经济来说，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巨大差异只须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就一目了然。”事实上，农业中集体行动的效率取决于它所获得的技术性规模效应与经所引起的制度性效率损失之间计算结果。技术性规模效应的根源在于要素的不可分性，但农业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并不象工业中那样显著，因此农业中的规模效应比起工业而言要小得多；而另一方面，制度性效率损失源于交易费用，由于产权模糊、劳动激励不足，并且不易对劳动进行监督，农业集体作业造成的效率损失也比工业部门要大。这指明，农业本身并不是个适宜于集体化的产业，起码，集体化不是农业中最有效的组织方式。因此，过去的集体体制下，尽管意识形态的教育起到了一定的润滑作用和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但农业的绩效仍然很低。

一些非洲国家的情况，同样颇能说明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和知识，政府经常给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比如，赞比亚在白人庄园主离开后，组织农民垦荒，每开垦40公亩土地给15英镑的补贴。于是农民们将最贫瘠无树的土地开垦，甚至雇工垦荒，以便拿到补贴，但他们永远不会去耕种那些地，因为知道那将颗粒无收。结果垦荒加速了土地的退化。赞比亚政府组织了一大批合作社，立即给目不识丁的农民以现代化的生产资料：拖拉机、肥料、杂交种子和农药等，可是合理使用先进工具的知识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农民们驾着拖拉机进城喝酒玩耍，几百个合作社无一例处地破产了。坦桑尼亚政府计划把分散的农民集中安置在村庄里，以便帮助他们，向他们提供基本公共设施，同时组织和监督生产，但是良好的用心脱离的实际，竟认为500户甚至600户的大村庄才是最佳规模。1974年至1976年，数百万人被专横地迁移到荒地上，为了对付农民的抵制，很多地方动用了军队。集中到大村后，农民们无法到更远的田里耕作，只能在附近放牧耕地，废弃体耕制，造成牧场载畜量过大，加剧了土壤侵蚀。一位村妇诉苦说，她家的玉米田离家8公里远，将1200公斤玉米棒子用头顶回家里需要走40趟，往返步行640公里，有一半路负重30公斤，另一半路却是空手。由此可见，非洲的贫穷不能仅仅推诿于天灾，还要归咎于政府不了解农民和由此而形成的错误政策。这从非洲领导人的醒悟过程，特别是从他们对待法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劳勒内·杜蒙的态度转变上也可看出。杜蒙1969年出版了《黑非洲误入歧途》一书，指出黑非洲盲目仿效外国经济发展模式，政策不切实际。当时许多非洲领导人对他不满，禁止该书在非洲发行，禁止作者到他们国家访问。在他们的压力下，法国政府撤销了杜蒙教授在非洲行动基金机构的职位。可是，18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共同邀请杜蒙访问他们的国家，进行经济状况的调查研究。1980年4月，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总统对杜蒙说：“我应当承认，起初我对您批评得很厉害。今天，我不得不承认是我错了，还是您对。”杜蒙这位大家回答说：“我宁愿是我错了”<6>。

因此，社会科学知识是影响政策方案设计和选择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易言之，社科知识的进步可以改变人的有界理性，增进人们理解和把握现实与未来的能力，从而是政策合理化演进的强大动力。弗农·拉坦（1984）观察到政策变化的发生依赖于两类因素：知识基础和创新成本（与收益有关），断定我们拥有社科知识越多，则在设计和实施政策中干得越好。他还指出，社会科学的进步有利于我们获得更多的知识来设计政策，以创造新的收入来源，或者降低决议不一致所付出的代价，因此，社会科学的进步起着使政策供给曲线右移的作用<7>。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于政府决策弥足重要。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商榷的结果，而不是几个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政策失败的危险就会较小。相反，如果政府崇尚行动而不大需要思想，不允许从容的思考和争论，不能广开言事之路，那么政策失败的可能性就会成倍增加，甚至十有八九要步入歧途。比如，中国50年代提倡“百花齐放”，但事实上却是先培育了“百花”，然后再去铲除它。其结果是，“文革”中充满冒险和空想色彩的思想和政策，失去了理性的规范而长驱直入，给整个国家带来一场灾难。同时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令一些人至今心有余悸，不敢畅所欲言，甚至成为只会观言察色、专门为政策做理论诠释的角色。就中国的现实而言，由于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各种关系的复杂性、变异性和信息增量急剧扩张，使得经验决策模式越来越陷入窘迫和危险的境地。因此，政府必须努力做到“野无遗贤”，而不是“非圣蔑贤”，必须广泛倾听学者的意见，为那些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及真切的忧患意识和以学术报效国家的有识之士就其所谙熟的问题做出发言，从体制上创造条件，从政治上创造宽松的环境。那种“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此外，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必须不断增进自己的学养、力度和深刻，在潜心的探索中推动理论本身的进步。如果经济学家所迷恋的理论比普通的经验认识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或者专心致志于个人期待和希望的狭小范围内，为“专门主义”所羁绊，虚耗精力于渺茫的远方，那么，经济学家凭什么和又有什么资格来影响政府决策呢？科学理论在提供出自己的果实之前，它必须首先在自我之中完成、并意识到自己已完成了自己领域中应该完成的一切。如果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一味地热衷对策研究，好发一些大而不当的空疏泛论，或以时髦的包装贩卖陈陈相因的太仓之粟，或把“轻采毛发，略识皮相”的东西当作哲理和深刻的理论推向前台，那么就可能成为改革期政策失败的一个重要根源。

三、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象剽悍的猎手，到处追逐着他心目中的利益。正象一句箴言说的那样：“‘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但人们并不可以随心所欲地角逐利益，他除了必须面对来自社会的约束、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规范或社会监督机制、以及正式规则（如产权界定）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自利行为或择优行为，还必须面对来自经济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的制约。

（一）不确定性的影响。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上通常是与风险联系在一起，确切地说，它表达了行为和结果之间难以预测的关系。我们知道，哲学家休谟有一个著名命题：相似的原因必定产生相似的结果，同样，相似的结果也必定产生于相似的原因。因此，可以从动机、性格来推断行为。但大量的反证说明休谟这一命题把人世间的事情过于简单化了。人类的行为经常是捉摸不定的，其结果是混沌不甭和难以预料的。正像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波普尔那个“云和报时钟”的故事所揭示的那样，人类行为并不象报时钟一样规则地运行着，而是象流云一样变幻不定，并且云与非云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8>而人类行为上细微的差异有时会通过边际上的累积而最终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简单的变化将导致令人震惊的复杂反应。因而，大到世事的变化，历史的转折，小到市场行情的涨落，个人行为的得失，常常是人智所不能预料的。往往在一个时代，声光毕露的运动，不一会就烟消云散，所谓“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又往往在一个时代，寂然无闻的大思想和大观念忽然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改变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对于个人来说，则经常是福祸相倚，自己难以控制行为与结果间的关系，甚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可以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随时随地都面临着不确定性的挑战。

不确定性的存在，结果使人们在行为上呈现某种收敛态势，使得创新精神成为人类的稀缺品。可以说，人们更关心的是既得利益的不再失去，这远胜于他对预期中利益的关心。因此之故，更多的人是倾向于维持现状和稳妥的渐进工改革，而不是激进的冒然行动。下表的调查资料说明了这种特性。

表1  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及不同群体的区别

	
	现存社会（%）
	渐进改革（%）
	激进改革（%）
	人   数

	西  德
	
	
	
	

	中间阶层
	22
	76
	2
	725

	工    人
	24
	76
	2
	170

	农    民
	17
	80
	2
	699

	意大利
	
	
	
	

	中间阶层
	9
	82
	9
	654

	工    人
	11
	81
	9
	392

	农    民
	15
	80
	6
	206

	比利时
	
	
	
	

	中间阶层
	11
	85
	4
	522

	工    人
	20
	76
	4
	370

	农    民
	24
	75
	2
	55

	瑞  士
	
	
	
	

	中间阶层
	23
	75
	2
	857

	工    人
	32
	65
	2
	547

	农    民
	46
	54
	1
	127

	法  国
	
	
	
	

	中间阶层
	 9
	84
	7
	737

	工    人
	15
	79
	6
	605

	农    民
	13
	84
	4
	223

	荷  兰
	
	
	
	

	中间阶层
	13
	81
	4
	722

	工    人
	17
	75
	9
	330

	农    民
	27
	65
	9
	 71

	美  国
	
	
	
	

	中间阶层
	28
	63
	 9
	603

	工    人
	28
	59
	13
	682

	农    民
	40
	55
	 5
	 88


资料来源：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绩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表中调查结果显示出绝大多数人并不赞成激进的社会改革，原因就在于这种改革方式包含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担心会被带人一个混乱和难以自我控制的自下而上环境中。这就势必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创造性，影响其利益表达行为，特别是影响对更有效的政策方案的积极性探索，并可能使低效率的政策得以维持。
对于上述解释，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的发生，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从所周知，HRS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序幕，被称作启动历史的变革，但它当初的发轫却充满艰辛。1978年寒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大队的18名农民聚集在一起对天盟誓，立下那份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契约。但他人们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甚至担心坐牢、担心自己的孩子没人养活。如果不是困为他们感到生活无望，产生了“俺们得自己救活自己”的信念，那么在面对巨大风险的条件下，就很难想象HRS的这种发生方式。HRS成功了，但更多的探索可能因为不确定性的影响而“胎死腹中”。

（二）外部性的影响。外部性的普遍存在经济学中已是一个坚实经验基础的假定。按照最通俗的说法，它是指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现象。从外部性的内涵中，我们可以敏感地意识到它对政策选择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政策是集体行动的产物，特别是在政策过程的利益表达阶段，表达行动是以集团为单位进行的，以集团为单位的成本——收益计算必须要受到外部性的影响，并因此而使政策选择和变动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另一方面，社会中并不存在离开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处于利益集团内部的各个成员又具有以个人为单位的损益分析，每个人都关心他从共同利益中得到的利益与自己所付努力的关系，因此，个人行为的外部性存在，就有可能导致“搭便车”的发生：每个人都可能产生一种愿望，希望其他成员或同盟者为集体利益更加努力，而自己能坐享其成，并寻找机会把这种想法付诸行为实践，结果就会降低集体行动的效率，影响利益表达的功能和政策刺激强度，甚至会出现历史中并不鲜见的悖谬现象：在一个集团或群体中，人人都感觉到了现行政策的明显偏差，但却形不成强有力的反抗。

总之，不确定性和外部性是人类选择行为所不可回避的重要制约因素，并因此而为政策选择提供了某种解释。面对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的约束，每一个人，他的理性指引给他的行为就可能是安于现状和趋于保守，以及“搭便车”，而他们的集体则因此而表现出无理性的状态，可能会错过了充分利用现存资源的机会而造成低效率。

四、意识形态的时滞和刚性

意义形态具有确认现行政策合乎义理以及凝聚集体的功能，它是人类交往中形成的自我理解和解释的认知系统（cognitive system），同时也是社会政治集团合法和进行合理辩护的观念体系。作为社会生活的中介和社会融合的机制，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从某种角度讲，它可视作是节约管理国家的交易费用的有效工具，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它对政策选择的影响作用特别明显，而且往往超过了其他的制约因素。事实上，正如厂商可以借助广告影响购买者的选择行为一样，意识形态也对执政者权威的合法性和他所推行政策的合理性起到了广告作用，因而执政者总是要费尽心机操纵舆论和宣传工具，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宣传而使人们受到意识形态上的谆谆教诲和劝谕。正如摩尔所说，“统治阶级并不仅仅以其事实上所具有的东西去将他们的权力合法化，而是试图为其寻找一个道德的和合法的基础，将它描述为是人们普遍认识和接受的教条与信仰的逻辑上的和必然的结果。”<9>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面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述面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性的思想。”<10>为了强化其观念的有效性工具，意识形态总是自封为真理和绝对知识，并通过平民文化（不是学者文化）的教化，如诉诸公式、口号、标语等通俗文化的形式而强化其效果，从而形成在社会团体中形成“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the belief in legitimacy）。伦斯基曾以苏联为例作出解释，他说：“在这一问题上大概没有比苏联再好的例子了。在这里，一小部分人在1917年夺取了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并运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去将国家的教育系统和大众传播媒介转化一种巨大的宣传工具，在一代人当中，绝大多数俄国人皈依到了对共产党的事业的真挚坦诚的支持上。”<11>在中国，意识形态的作用甚至更为重大，曾经有很长时期，左倾的意识形态占尽了优势，结果是导致了10年“文革”动乱；而在此之后进行的改革和新的领导人的被认同，也离不开意识形态批判的支持，在改革之初，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及“实事求是”旗帜的重新祭起，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这几年间，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包含有上下互动的成份）逐渐由暗转明，人们试图超越旧的意识形态的樊篱，确立一种重新解释世界的意识形态，其基本做法就是通过诉诸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需求去冲击和反抗旧有意识形态强加的多余的压抑和虚假的需求，暴露原有意识形态假象下面的社会裂缝和鸿沟，并最终通过有条不紊的意识形态批判而促进了改革场景的形成及其题旨的确立。

意识形态为现行政策提供了一种合理性辩护，从而降低了特定政策的摩擦和运作成本。如果该意识形态能提供一种全面的世界观点，并且在解释外部条件可观察到的变化时足够灵活，即具有全面性和灵活性的特点，那就促进对更加合理和有效的政策安排的积极性探索，并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意识形态经常是片面的，并且在变化上具有时滞和刚性。因而，这里就潜伏着我们所说的政策失败的根源和危险。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更确切地说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12>反复阐明，意识形态的变革是由其存在的物质基础的变革决定的。但是，两种变革并不是同步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变革常常是缓慢的，在物质基础变革之后相当长时间内才能彻底完成。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是由以往的经验认识累积而成，同过去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同时，意识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对物质存在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凌驾”于物质现实之上，按自身内在的逻辑运行。而且，这种相对独立性随着意识形态本身的结构、存在的时间等因素的不同保留着不同的强度。一般讲，意识形态的结构越完整，论证越全面，存在的时间越长，基相相对独立性越大，越能够经受不同的冲击。这指明，由于意识形态的累积特点和相对独立性，使得它自身的运动和变革经常呈现出时滞。其结果是使得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变化（如正在出现的社会新结构、新功能）不相符合，即二者之间裂生出缝隙，这种情境下，由于意识形态承担着为统治权的合法化进行论证和辩护的功能，改变原有意识形态也就意识着统治者已经形成的权威的合法化基础被削弱和受到怀疑，因而统治者担心其权威受到伤害，必然倾向维持原有的意识形态，尽量自圆其说，并为意识形态的纯洁而战，从而用旧的观念剪裁现实，同时也对现存关系进行粉饰。当然，统治者不仅粉饰现实，还用“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虚伪”许诺未来。这可称作意识形态的刚性。

由于意识形态的变革具有时滞和刚性特点，使得对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政策的矫正以及对更为有效的替代政策的探索变得举步维艰。特别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刚性制约，统治者不会主动致力于那些符合社会真实需求但与意识形态相悖的政策创新，相反，他们成为一种保守力量，并投入到维持旧的低效或无效的政策中。这样的情况历史上不乏其例。

五、强势集团的主导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经济问题上的冲突基本上发生在有组织的群体之间，而不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体之间。也即社会交换和冲突是发生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大量的利益集团——按照布劳的说法，它是一些人的组合，具有共同目标和倾向，并采取有计划的行动，以影响政府官员和公共政策——都在为各自的利益奔波和斗争着<13>。这指明，在利益集团多元化的现在社会中，政策的制定过程必定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在对资源的控制和提取、结构位置和行动的可能性等方面是不等同的，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权力和影响的平等分配。有些集团处于明显的优势，他们的行动对政策选择能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说他们的政治支持对领导人的最大化行为选择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而另外的集团可能在政治机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或无足轻重。这样的权力差序，即不同利益集团行动能力和与权力相关性位置的差异，直接影响到政策安排变动的性质和方向。由于政策安排的变动经常引起不同集团中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并总会引起那些受损者的反对，因此，如果政策变动中受损者是领导人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领导人会因为担心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政策的调整。有关与此的实证分析已有很多。费尼对泰国农业史的多年研究，就是被时常引用的著名例子<14>。在泰国，1902年出台了一项在湄公河畔的猜那兴建一座水坝的建议。根据大量的匡算，该项工程可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和很高的内部投资报酬率，但该项建议却一再被否定，直至二战以后由于有世界银行的支持才最终得以完成。是什么原因使其延期呢？费尼提出，正是由于重要人物的净收益与社会净收益的冲突，才导致了政府的投资机制失灵。因为假设该项计划实施了，就会导致王室成员属地Rangist地区内的居民移居新辟灌区，相对地也就降低了王室成员地产的现值，并减少了租入，因此遭到这些官员的否决。再如，在日本，自本世纪初就开始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在长达近百年的时期内，农业政策的保护性质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其主要农产品特别是大米的价格远远高过了国际市场价格，这使得消费者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农民团体具有较强的利益表达能力，在政治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逆之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目前，日本农业人口不足全国总人口的5%，但控制着全国20%以上的选票，并且有自己的得力的团体—农协，从而迫使政府决策去顾及农民的要求，对农业保护政策欲罢不能，并使得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的潮流中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总之，我们必须从“利益”出发，探讨特定的团体和领导人是怎样从现有的“菜单”中，挑选出最适合他们利益口味的政策。问题的要害往往就在这里。

简要的结论

政策失败总是事出有因的。本文在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的基础上，阐述了笔者观察到的几个方面的原因。即信息的漏损和失真、构思政策的知识工具的缺陷、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时滞和刚性、强势集团的主导作用等。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导致政策的失败。当然，可以肯定地说，除此之外还会有另外的原因同样可能引致政策失败，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这些原因，专制和计划体制无疑为其提供了适宜的滋生土壤。在这样的国家，政策大多是低效的，并且牺牲了人民的利益，乃至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主题。因而，他们所面临的最终选择只能是走向民主和市场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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